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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中国化热潮的冷思考

胡  滨

引言

智慧城市是物联网、云计算等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对城市化发展问题的创造性反应，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创新于特定空间上的投射，其本质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变革，重构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城市更加高效和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城市发展方式的“转换器”，是破解经济增长停滞魔咒的抓手和选项，是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和理念的变革——一种吸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是新一代高科技与新型城镇化在我国的落脚点，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代表着未来城镇发展方向。据美国Forester预测，物联网所带来的产业价值要比互联网大30倍，将形成一个超万亿元规模的高科技市场；而世界银行预测，一个百万人以上的“智慧城市”建设，在投入不变情况下，实施全方位智慧管理，将增加城市发展红利2.5到3倍，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可促进实现4倍左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必将引领未来世界城市发展方向。为此，智慧城市理念自其诞生便迅速在世界各城市落地。如欧盟的“i2020战略”、韩国的“u—Korea战略”、日本的“i-Japan2015战略”和新加坡的“智慧国家”等。

我国自2010年进入“城市社会”——同时也意味着进入了以城市风险治理为主的阶段——各种城市问题和风险加速集聚并集中爆发。土地城镇化超常发展所带来的债务危机、金融风险,人口城镇化不足所彰显的社会不公、相对剥夺感日炽所致的社会风险，经济城镇化指向下的生态环境危机和“双城记”，社会城镇化不彰的“社会原子化”和“社会失范”;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新的经济增长点驱动力的开发追求，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所有这些迫切需要探寻经济增长新的驱动方式和转换城镇化发展模式。而基于互联、协同和智慧三要素紧密结合的智慧城市，其低碳、绿色和环保的构想是后现代城市发展全新理念的核心，倡导利用信息技术构筑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收集所有的信息，如此便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好地管理和运营城市的组织和行为规范，从而消解城市问题，同时获取新的利润和经济增长点。无疑契合当下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诉求，这种主观愿景、客观需求以及世界热潮的推波助澜，使“智慧城市”在我国迅速以井喷之势由概念走向实践，备受地方政府青睐和学术界推崇。

智慧城市中国化热潮

智慧城市在我国虽已不再是新概念，但其理论层面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阶段的建设与规划正陷入一片“红海”。

1．理论研究集中、量多，呈爆发增长态势

随着IBM于2009年将智慧城市引入我国，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便迅速成为热点，在近5年的探索研究中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2012年和2013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均较其上一年倍增，2014年仅前三个季度已多达77l篇。研究热度集中于智慧城市背景、内涵和发展特征的技术主义、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解读;建设发展智慧城市所依赖的信息技术；以及重点领域的智慧应用服务，即如何将智慧技术作用于城市各子系统的策略和架构，如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这可从这2403篇文献中的233篇核心期刊，对其关键词进一步运用模糊集思想，合并替代意思相同、相近和相反的关键词，所得到的24个高频关键词列表包含的内容窥其全貌。

此外理论研究的热潮还体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层级以“智慧城市”之名的论坛、大会。自2011年以“协助城市大发展”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智慧城市论坛召开，围绕“智慧城市”的各种峰会、高层论坛、展览会、研讨会便接踵而至。主办方也不再是最初几个企业的自娱自乐和研究机构的市场预热，而是各有关政府部门问计的主战场和重磅政策发布前的运动会。仅以由成思危担任主席的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为例，其每年均确定一个主题以论坛的形式召开一次大会，这种主题的多变，不利于理论研究的可持续性、通透性，也不利于指导实践建设。

2．实践层面：“无智慧不城市”

与理论研究热潮相呼应，实践层面的热潮则集中体现在各层级智慧城市的试点建设和以智慧城市之名而创设的机构、中心。自2010年工信部首次试点智慧城市建设，历经201l、2012两年的规划、积淀，至2013年密集爆发，推行智慧城市试点的部委局则包括工信部、住建委和发改委等，试点城市数仅以住建部公开公布的数据来看就多达193个，其中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76个，城区、县及县级市75个，新区34个，镇8个，试点涉及重点项目仅2600个，投资总额超万亿人民币。而且2014年9月住建部、科技部联合宣布启动第三批智慧城市申报试点，业内人士更是将2014年定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元年”，智慧城市建设遍地开花，进入了“九龙治水”时期。另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计311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盖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区域，预计十二五期间总投资或将超过1.6万亿元。智慧城市相关的投资将超过万亿,带来的信息消费市场每年将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十二五末期至十三五将催生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大有“无智慧不城市”之架势。

此外，各种头顶“智慧城市”之名的产业联盟、推进联盟等机构亦纷纷相继成立，争相推出围绕智慧城市的各种路径设计和方案架构，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国家层面的联盟便有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国家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智慧化城市规划建设推进联盟、中国智慧城市发展促进工作联盟。而中国智慧科学研究院、中国智慧城市网、国脉互联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以及工信部、住建部、发改委等下属的支撑机构、行业组织、标准制定机构等亦是纷至沓来，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可见，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我国智慧城市的探索和建设自其引入中国便是火热市场一片，而且以后也仍将是市场的宠儿。但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成为热点之时往往也是盲目性泛滥和风险累积凸显之时。故而，我国智慧城市虽已不再是概念炒作、而且已初具规模和成效。但这种短时间急剧形成的“中国化”智慧城市高地，难免诸多洼地存在，这正是我们需理性对待和冷思考的。这也正是为何一些主流媒体及业内某些政府官员和研究者，对这种热潮现象相继抛出“冷思考”观念，如成思危的“量力而行”，李广乾的“人为打造智慧城市高地”以及张雪娇的“热潮与问题共存”等，均表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盲目建设一哄而上现象，需理性对待。但都只是一个观点和现象的概述，提请大家注意这种倾向，并未从我国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实际来论证。本论文的贡献就在于结合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和试点城市实际，反思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热潮。

智慧城市高地下的洼地

1．理论研究重物质层面轻社会层面，不平衡凸显

从研究的热度而言，高频关键词高度聚焦于智慧城市建设，物联网、云计算等硬件技术要素，以及宏观层面的架构和顶层规划，而对城市管理和度量智慧城市绩效的评价体系等软件技术、以及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公平正义性研究不够。另从领域的关联度来看存在如下脱节：一是如何促进智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这两个国家战略更好衔接的研究不够，而2014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则明确将智慧城市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要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将智慧城市定位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联接的落脚点。二是智慧城市的建设研究是一回事而管理则是另一景象，这也可以从城市建设与智慧城市呈负相关得到明证，而智慧城市的难度和关键就在于管理——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为地方政府战略需求的市场化提供“中间服务”，如何创新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体制，破解部门间利益壁垒，消解扁平化的数据传递处理与层级化的社会治理架构间的矛盾。三是智慧城市的评价体系跟不上建设的步伐，智慧城市建设与评价体系间的相关系数,大都仍停留在对信息化程度的评价，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大都技术导向和数量偏好，项目经济显著，忽视产出、效益和社会评价的测度，即热衷体现智慧城市速度的指标而忘却了应当填充内容：这种聚焦物质层面而忽视社会层面的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充斥和张扬功利动机，拼图色彩彰显，模糊人们对智慧域市客观、辩证和全面的认识，缺失指导实践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2．实践领域“经济达尔文主义”凸显，智慧城市不智慧

住建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域市工程研究中心与《智慧城市》杂志，对住建部193个试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144个试点地区，在2013年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调查，其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的144个智慧城市试点预启动项目1849个，已启动1309个，启动率为70.8％。其中启动率不足50％的省市有3个，分别为甘肃48.3％、江西19.4％和云南47.2%，即便是珠三角的广东省其启动率也仅为50%；启动率不足50%的地区有39个，占整个调查试点地区数的27.1％,启动率为个位数的地区有8个。540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准备启动却没能启动，以及39个地区启动率不足50％，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具备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脱离智慧城市的原始约束，但为追求项目的经济性，提升政绩，盲目跟风竞相建设“智慧城市”。使项目沦为地方政府的政治工程而凸显“经济和政治达尔文主义”。因为项目立项试点便意味着：一方面有国家和相关部委的资金注入(如国开行的不低于800亿元投融资额，另有其他投资机构在2013年4月初签订2000亿元投资额度，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另一方面可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业园和高新园区建设以及以此为平台而进行的资金募集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一如仇保兴所言：“在一些地区，智慧城市变成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追求政绩的新招牌、IT巨头跑马圈地的新业务、地产商大搞圈地开发房地产的‘遮羞布’”。即以“智慧城市”之名，各利益相关者行各自利益最大化之实。

从已启动的1309个智慧项目来看(其中指标分层按照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建设和应用服务是当下我国发展智慧城市的两大主流，分别多达341和574项，占总启动项目的26.1％和43.9％。且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硬件建设(327项)，如基础设施、数据平台，以及专项应用(360项)，而体现社会公平和民生的保障体系(14项)和政务服务(58项)显著不足。智慧产业方面，项目总数虽有125项，但占总启动项目数的比重却只有9.5％，而且集中在传统产业的升级(113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则是个位数(8项)，“倍增器”和“转换器”功效有限。城市管理方面着重城市建设方面的管理(186项)，而对如何提升城市功能(83项)，满足市民的需求，存在显著的短缺，智慧城市智慧不彰。这表明智慧城市在我国虽被承载了诸多美好的愿景——参与式城市管治转换城市和社会管理方式、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经济驱动方式等等，但当下仍主要是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学模式加以推动，以追求任期内的政绩而不是城市和社会公众的需求，这种工具的目的化使智慧城市在我国认可度和感知度不高，“半智慧化”或“伪智慧化”隐现。

对我国发展智慧城市的几点反思

智慧城市在我国不再是概念和理论的热议和纷争，已经初步落地切实发生着，而且进入了国家级城镇化战略写入《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2014—2020)》，与新型城镇化共同承载着促经济转方式、联两化彰正义等美好愿景。但其毕竟尚处于初创和构建阶段，学术界和实践建设领域在大踏步行进的过程中，忘记了内容的填充，致使我国智慧城市经济性凸显而社会性不彰，技术之风盛行而社会构建滞缓。重物质轻产出和真实需求，给人以智慧城市就是在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去杠杆化、4万亿刺激处于加速折旧期和传统城镇化拉动效应不再，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无奈选择和噱头。而智慧城市本身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虽与技术密切相关，也不是一个经济建设和物质积聚问题，虽能拉动经济增长和实现物质财富累积，其作为我国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最佳联接点。更是一种社会问题，是一种管治方式的革命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其终极指向与新型城镇化同样是大写的“人”，以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为此，应纠偏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这种技术理性偏好和经济性主导模式。

1．应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智慧城市

既要满怀期许其战略意义也要认识到现实与愿景间的差距；既要认识到其代表和指引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也要意识到可能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勿好大喜功也切忌讳疾忌医。然而现实却是期望过高，在美好愿景的鼓噪和国外发达国家个别成功案例的刺激下，智慧城市蓝图不断被“高大上化”而不能落地。理论研究为迎合蓝图和激情赞歌连连，“这种为了理论逻辑……其结果就是丧失批判力，用事务主义阉割理想主义”，进而忘却了其舶来品的属性和尚处于初建期这一客观实际，忘却了不同区位的时空差异、人和文化的不同，忘却了当科技邂逅城市时其间横隔着的鸿沟及其所引发的技术风险、社会风险；忘却了那些无法进入网络的群体，为社会所抛弃，一如Castels所说的“第四世界”。实践建设则罔顾智慧城市建设的原初条件和实际需求，城无论分大小、地无论分东西，有条件的试点建设大干快上，不具备条件的忽视条件跟风而上，使本就有限的资源为智慧城市所挤占，挤出其他基础民生投入，凸显经济学模式，人为制造差距和社会不公。

2．智慧城市作为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联接的落脚点

应按照城市的逻辑而非科技的逻辑建构智慧城市，让科技成为城市逻辑组成部分而城镇化。但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科技化，而不是应当的相反——科技城镇化。科技的逻辑坚信通过技术创新和运用，构筑一个无所不在的全系统收集信息，便可实现城市系统的智能化，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解决城市所面临的诸如交通、能源、生态等各种问题。但城市问题并不仅仅只是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不只是效率问题，而是关涉复杂的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问题；城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大写的“人”，城市发展的终极指向也应是城市的正义与公平；更何况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城市问题，只是可以充当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工具和手段，为城市主体服务的。但科技逻辑下的城市科技化，却将这种工具、手段目的化。如M．McLuhan所言“我们塑造工具，工具同时也在塑造我们”。显然，科技逻辑下的智慧城市偏离了城市的正解，使城市及其主体深陷“科技幻觉”和“智慧城市幻象”丧失灵活性，增添城市经济社会风险，应该反转为科技城镇化，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科技信息化综合融合机制，指导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

3．发展和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

关涉的不是某一个部门和领域的权益，因此，应加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消解现状中政出多部的利益之争。同时在建设实践领域，试点城市地方政府应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济社会情况，架构符合自身实际和发展目标的规划，而不应是当下各部委争、各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和争先恐后重叠试点全面出击，寻求各自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大化下的同质化。发达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成功案例告诉我们，建设智慧城市应选择比较优势领域进行,是进入城市化第三阶段后的科技锦上添花。如美国以业务和创新为重点、欧洲则注重绿色低碳和可持续性。故而，处于智慧城市建设创建阶段的我国，应以建设发展新型城镇化为基础和目的，选择代表性城市、代表性领域带动智慧城市建设，在衡量各自城市管理体系及其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比照着适度推进，看看需要什么、能够到达何种目标，而非仅仅为了实现城市政府的政治业绩或者一个与当地毫无关联的理论模型，使智慧城市这一工具目的化。

当然，与智慧城市有关和决定其成败的因素有许多，但只有树立了客观辩证的智慧城市观，才能在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遵循符合城市目的的逻辑，进而构建与自身需求相适应的智慧城市，而不只是披了一件智慧城市的外衣，内核却仍是建立在技术专家主义上的对经济性、政治性追逐的传统城市。（作者系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博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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